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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遗址废片分析：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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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废片分析作为旧石器时代考古中技术-类型学研究范畴内十分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本文对其定

义、发展史、理论内涵、研究方法以及技术路线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讨论，认为通过模拟实验对遗址

出土石制品组合中的废片进行技术以及属性分析，利用个体和总体分析等多种方法，可以复原及确定剥片

技术及石器加工技术，帮助确定工具类型，进而分析该遗址的性质及进行遗址的埋藏学研究，全面阐释旧

石器遗址出土废片的性质及其所反映的人类信息。此外，文章还提出了废片分析概念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

以及未来在研究中工作中所应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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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古人类在史前社会中所具有的石器制作技术是复原史前人类生存状况中至关重要

的一环，石制品技术-类型研究业已发展成为与原料利用、功能研究、人类行为阐释等领域

并行发展的研究方向
[1]
。而对于远古时代的石器技术学研究，传统的类型学手段常常呈现出

多种弊端与不足，缺乏直观证据说明石制品的制作技术及废弃方式；民族学材料也难以保证

能够为史前人类生存状况提供可靠的佐证，以帮助精确地阐释石制品所蕴含的技术因素。在

此种情况下，废片分析（Debitage Analysis）应运而生，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在西方

经历了开创探索、坎坷前进到现在趋于成熟的过程，历经近四十年的成长与发展，现已成为

石制品技术分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为石器技术-类型研究的新思路与方法

关于废片分析和模拟实验在旧石器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正如北美石器制作专家

Crabtree D.所说的那样，“复制石器工具可以提供有关石片的生产技术、石器工艺技术甚至

工具用途的信息。毫无疑问，通过废片分析有助于石器类型学家了解工具制作及其修理提供

关键的证据。通过模拟实验和废片分析，我们不仅能判断其剥片及工具修理技术，而且也能

推测石核剥片或工具生产的各个阶段，能够深深地体会到废片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
。通过

对旧石器遗址考古材料的废片分析和模拟实验研究，二者对于解读考古材料所蕴含的古人类

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方法在未来旧石器考古研究中还存在较

广阔的应用前景和较大的拓展空间。

1111 定义与历史

1.11.11.11.1 废片的定义

废片（debitage）指的是除石核和工具以外的所有石制品，它们一般指石核剥片和工具

生产过程中所产生、丢弃的废料。Shott曾经这样形容废片：“虽然它们看起来默默无闻，显

得很谦卑，但是想定义它们却是非常困难的。”他将其定义为：石器加工过程中所废弃的废

料。而 Andrefsky的定义是：废片是在剥片过程中所丢弃的废料。二者的定义均体现了废片

是分析古人类的技术和石制品功能的最基本的观察单位。许多旧大陆的考古学家通常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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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itage 与 debris相区别，他们认为前者可能会转变成工具，但是后者却不会。这主要是因

为英文中并无 debitage一词，只是直接袭用了法语，法语中 débitage 最初意为“剖开，切开，

开料”，并没有“废片”之意
[3]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débitage 一词含义除了剥坯外，还被赋予

了“废片”的含义，而法文中的废片即为 débris，英文中的 debris也是直接取自法文。在法国

旧石器分析方法中，débitage（剥坯）是指从原料到毛坯的动态过程，意义与 débris（废片）

具有明显区别，内涵更广泛更抽象，所以旧大陆的学者们也继续沿用 débitage 的剥坯意义，

仅用 debris来指代废片以示区别。

在旧石器考古遗址中，所发现的废片数量往往远远超过工具。这些废片通常隐含着许

多信息，如遗址中究竟存在哪些剥片方法，如何加工各种类型的工具；石核剥片和特殊工具

类型的各个生产阶段；古人类会不会主动“打扫”遗址内平时产生的生活垃圾；遗址的性质，

是石器制造场、临时营地还是长期驻地；废片被废弃、埋藏后经历的改造过程等。对于包含

信息量如此之大的废片，我们要给予充分和系统地研究。

从整体上来看，废片的产生贯穿于石器的整个生命史，从古人类开采石料、制作、使用、

修理直到废弃都与废片密切相关。废片本身并不能反映出太多的古人类行为信息，通常是将

其与遗址的环境学、年代学、地层学、埋藏学等信息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对石器生命史的各

个动态过程中废片的技术特征、变化、内在的联系、各种石器技术的应用甚至石器制作和使

用者的认知、计划和决策的能力与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解读。废片分析这一概念带来石器

技术-类型研究的一场观念上的革命
[4]
，在这种概念下，废片不再是固定静止的、无用的石

器技术副产品，而是受人类思维控制和条件影响的一系列操作环节中的某一环所产生的重要

产品；研究的重点不再是个别典型标本的分类属性和形态特征，而是对全部废片组合所反映

的古人类技术、行为和思维以及其与工具类型之间的内在关系。

1.21.21.21.2 废片分析发展的历史

长久以来，废片分析的价值就没有完全被实现，大多数研究者甚至花很少的精力在它上

面
[5]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由于理论方法和分析技术的提高，对废片的解释方面已经获得了

很大进步。这一点在近年来发表的众多关于废片分析的论文和论著中可以看出来
[6][7]

。目前，

在旧石器考古研究领域里，废片分析仍然被作为一种边缘研究性方向而被忽视，还未成为旧

石器考古研究的主要研究重点。废片分析并不是石器分析常用方法中可有可无的一种研究手

段，如果我们真正想理解废片所隐含的古人类的技术和行为，废片分析的确是一种重要的研

究手段。

废片分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废片分析的一些先驱者如 William Henry
Holmes 曾经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

[6]
。但是，随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废片分析再次被旧

石器考古学者所忽视。这部分由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受欧美考古学中的“文化——历史范例”
方法所影响。在这种研究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引下，石器多被认为是石器制作者心中概念型板

的终极产品，以此为基础，学者们来讨论、分析、比较各个地区或遗址之间的年代和文化关

系。这种方法的弊端是，单个的典型石制品具有自身独特的“生命史”，是经过几个阶段才最

终形成现在的状态
[8][9]

，并且在形态上经历了多次变化，也就是所谓的“弗林森效应（Frison
Effect）”[10]；然而，有时候器物的最终状态并不一定正如石器制作者最初设想的那样，而是

根据加工过程中器物形态产生的形变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加工方案。由于原料可获性和可利用

性的影响，导致石器被反复加工，重复利用。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通过观察分析石器本身，

来复原石器变化的各个阶段或过程是十分困难的。石器形态上的相似，并不代表其生产加工

技术相似，在某些情况下，废片分析恰好能弥补这一环节的空白，能够揭示更多的隐含信息
[11]
。即便如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废片分析仍然被大多数旧石器研究者所忽视，在大

多数情况下，废片分析没有被纳入到石制品综合分析体系中来，甚至在有些遗址的发掘过程

中，这些细小废片没有被收集。这也反映在石器分类中经常会存在碎屑、断块等种类，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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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加工或未使用的石片或备料分入此类中
[12]

。

废片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在正常情况下，石器制作者并不会有意的去移动它们
[5][13]

。

废片常常被认为被古人类遗弃在最初的工作场所内，从而被看作遗址性质和功能的指示物
[5][14]

。微型废片（microdebitage）甚至可以说明一些大型遗址内存在着特殊的功能分区，诸

如石器制造场、屠宰场所等
[15]

。通过检验遗址内剥片及石器加工技术，再加上其他方面的证

据，能够帮助更好地理解古人类在遗址内的各种行为。这也使得研究者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

古人类如何设计、调整他们的各种技术行为。另一方面，某些特殊工具类型如投射尖状器

（projectile point）等由于其特殊的技术形态和功能，会被古人类随身携带使用，从而在遗

址内不能发现其成品。遗址内即使不存在某些石器类型，研究者仍能够借助废片分析推测出

遗址曾经加工过哪些工具类型，并借助模拟实验对推论进行盲测，进而验证其真实性。例如，

研究者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 Bella Colla山谷的 Tsini Tsini遗址内发现了大量废片，经过分

析发现遗址内主要存在两面剥片及加工技术。由于遗址内发现了大量初级废片，而未发现多

少终极产品，推测古人类携带两面器离开遗址进行狩猎等活动
[7]
。

废片分析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术界缺少一种合适的理论方法来解释废片本身。二

十世纪六七十年代，Don Crabtree、Francois Bordes、Mark Newcomer等石器模拟实验学者们

尝试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
[16][17][18]

。虽然并非所有的学者都经过石器模拟实验的训练，但是这

股风潮却影响和激发了学术界进行模拟实验和废片分析的热情。Collins和 Newcomer主要针

对于石器生产加工序列进行了详尽分析
[18][19]

。这也促使废片分析这一手段变得更为普及。同

时，这一时期兴起的关于石器功能的民族学调查研究也使得学者们认识到遗址内一些未加工

石片直接被拿来使用，这更加促使考古学家积极开展模拟实验进行验证。从而以上工作使得

学者们逐渐摒弃了“废片对考古学研究毫无意义”的想法
[13][19][20][21]

。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学者们进行了一系列石器模拟实验，主要针对于理解剥片技术、

废片产生的原因
[5][22]

、废片破碎机制等方面
[23]

。当时类型学分类的标准之一就是看石片背面

存在的自然面比例
[24]

。基于这种理论，在石核剥片序列中，石核和石片背面及台面的自然面

比例不断发生变化。剥片最初阶段产生的石片被称为初级剥片（Primary flake），背面存在大

片自然面；次级剥片（Secondary flake）与之相比，背面自然面较少；三级剥片（Tertiary flake）
背面基本无自然面，处于石核剥片的晚期阶段。

由此来看，类型学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并非所有的石核开始剥片之前都存在自然面。

例如，从采石场开采出来的石核毛坯基本无自然面
[8][13]

（Dibble, 1985; Odell, 1989），由此石

核上剥离的石片会被认为是三级剥片，而对石制品技术分析会产生误导。Ahler指出剥片晚

期阶段的石核上也存在自然面，所以不同的剥片策略会对石核产生不同程度的自然面分布状

态
[20]

，而类型学过于简单化，自然面比例只有在分析石核剥片初级阶段的石片时才能发挥作

用。为了更好地理解古人类如何开发利用原材料，Toth将石核剥离下的石片分为了六类
[25]

。

废片分析存在的上述种种问题，逐渐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使其对石器类型学进行反思。

学者们都试图建立自己的废片分析体系及类型学，但都与其他人相互矛盾
[26]

。为了建立一套

能够广泛应用、系统的废片分析体系，Collins和 Newcomer开始着眼于石核剥片的分析，进

行了一系列模拟实验，主要侧重于原材料的开发与利用、剥片序列、废片的使用和废弃等
[18][19]

。他们首先采用硬锤对石核进行剥片和修型，然后使用软锤对石核进行去薄，最后用间

接法进行剥片，通过大量模拟试验来区分这几种剥片技术。Callahan进行了一系列模拟实验

来分辨北美东部地区史前遗址是否存在两面器加工
[27]

。

近年来，废片分析已经成为石器组合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废片分析能够为理解遗

址内的石器生产活动提供很好的证据。将工具和废片结合在一起研究，对于理解石器技术和

这些技术在史前生产生活中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废片分类方式的发展使得得出精确的推论

成为可能。近二十年来，欧美的学者发表了大量关于废片分类和实验数据分析的论文
[28-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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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废片模拟实验，废片个体分析上获得了重大进展
[5][30][33-36]

，慢慢地摸索出应该记录

的各种废片属性
[20][29][32]

，记录总体废片的特征
[20][32][37-39]

，理解废片的破碎机理
[40][41]

，以及验

证废片分析的一般性方法——阶段性以及连续性方法
[7][12][18][21][31][42]

。这些废片实验为理解和

归纳史前人类的石器组合及石器技术提供了一个重要方式，也成为目前石器分析的主要手段

之一。

2222 废片分析在我国的应用现状

近四十年来，废片研究在欧美国家迅速发展起来，并受到足够的重视。以前废片一直

被认为是毫无信息意义的“垃圾”，现在绝大多数学者都能发现废片的价值，并试图解释它们。

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随着新考古学派对史前遗址内出土废片的日益重视，旧石器考古学

家将废片看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对象，废片分析无论是在方法论还是在理论方面都取得了重

要进展。近年来，废片分析已经成为石器技术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在中国旧石器考古领域中，废片分析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没有成为旧石器考古

学中一个成熟的、卓有成效的分支领域。大部分的研究报告主要篇幅都是对石制品进行分类

和特征描述；少数较深入的研究会涉及到废片分析。但据此推测古人类主要采用哪种剥片技

术，复原石片生产和工具修理的各个阶段，推测遗址内可能存在的工具类型，进而结合遗址

出土动物骨骼以及周边环境因素来推断古人类的行为方式变化以及遗址的埋藏学过程，这样

的研究案例还很难见到。大多数研究项目根据石片提取出的信息都是表面的、粗略的，而可

以反映相对宏观的人类行为的大部分资源却被白白地浪费掉了。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意识到这一点，进行了一些相关尝试，诸如打制实验、微痕分

析、残留物分析、热处理以及拼合研究等，使旧石器考古研究向科学地解释古人类行为走近

了一步。但整体上说仍存在着一些缺陷：

（1）偏重典型器型的分类、描述与对比。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旧石器遗址内

发现的废片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仅仅对其进行数量和个体上的统计。这是因为中国的旧石

器研究长期以来侧重于典型器物类型的描述与对比，认为只有成型的或典型的器物和工具才

具有技术或文化传统上的意义。从目前国际旧石器考古方法与理论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这种

方法是片面的，石核剥片和工具生产会产生大量的废片，这些废片能为复原旧石器时代剥片

技术、石器打制技术和古人类行为方式提供重要而宝贵的信息，而且这种信息对于研究某一

地区的文化传统也是有积极意义的。虽然考古遗址内出现的石片长期以来也被考古学者们观

察、分析和描述，但仅限于根据石片自身特征来推测其剥片方法，而还有诸如剥片的方法和

阶段性特点、工具类型及加工方法、废片被埋藏后经历的改造过程等大量包含在废片中的信

息仍未被充分发掘出来。因此应该将研究视野从典型器物类型的描述与对比、工业类型推断、

文化传统阐释逐渐转移到遗址内大量存在的废片上来，进行与废片相关的一些模拟实验和对

比研究。西方实验考古学家们很重视遗址的废片分析，进行相关的模拟实验，得出了一些可

以用于与考古遗址废片组合进行对比的实验数据，从而为解释人类行为提供了可供参考的量

化依据。如，K.R.Fladmark对 Farrell Creek 遗址进行了废片模拟分析，选取了 10000件废片

作为标准样本，根据模拟实验废片的出现频率和风化磨蚀程度等特征进行量化分析（采用主

成分分析和等级聚类分析），可以提供一个较为客观的观察结果
[43]

。

（2）在进行遗址研究时，对于石片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是初级产品还是次级产品的判断

上，未考虑将软、硬锤剥片产生的废片相区分，也未考虑到将剥片过程与工具加工产生的废

片相区别，这样在数量统计时就会丢失很多信息，不利于对人类行为作进一步的解释。废片

分析的研究者通常采用总体分析（mass analysis）的方法，对一个考古遗址内的所有废片进

行测量和统计分析，主要采用对废片的技术和属性特征进行分析归类、数理统计，以此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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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所代表的生产活动或性质。例如，Stahle 和 Dunn为了区分出投射尖状器生产加工的各个

阶段，使用筛子将废片分成 9组，结果发现 70%的废片尺寸小于 1/8英寸，90%的废片小于

3/8英寸，难以区分混在一起的几个生产阶段产生的废片
[44]

。以筛子网眼尺寸为基础的废片

总体分析将整个废片组合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与其他废片分析方法相比，可以节省大量时间。

但当一个遗址内的废片包含多个不同的技术过程时，筛网尺寸特征则不能正确地区分各种活

动产生的废片。在这种情况下，Root通过最小平方回归法（least squares regression）来解决

这一问题，用最小二乘法做数据关系的拟和，推算出两种因素的变化关系，得出和现有数据

误差最小的一条拟和曲线的参数
[45-47]

。

（3）在进行石制品分析时，缺乏微观层面的研究，即缺乏对于微型废片（microdebitage）

的研究。微型废片被定义为最大尺寸小于 1mm 的废片，这种废片是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考

古遗物。不同的剥片技术产生微型废片的数量与个体大小是不同的；对于不同原材料的所产

生的微型废片，也有不同的判断标准和分析过程；废片和微型废片之间出现频率之间存在着

一定的关系。通过微型废片分析（microdebitage analysis）[43][48]
，微型废片分布的密集程度

可以反映石器制作场内废片组合整体的综合分布情况，这一点还需要实验来进一步证实；微

型废片的破碎比率体现了剥片来源的距离远近；根据遗址内微型废片的破碎比率以及分布位

置，也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古人类在剥片过程中的古风向变化情况，通过测试粗糙颗粒比例的

增加，来判断剥片过程的中心位置；微型废片的存在或者缺失可以帮助确认该遗址究竟是原

地埋藏还是二次堆积。

现阶段国内进行的客观而系统的废片分析很少，仅见于陈淳、沈辰等人所研究的泥河

湾盆地小长梁遗址。他们根据 Sullivan和 Rozen的废片分析标准，剔出了岩块、石核、砸击

制品和工具类，将 1998年的采集品和 1990—1997年间 5个野外季节的采集品分别加以比较

分析
[21]
。废片分析结果显示，小长梁石器工业具有比例比较低的完整石片和比例高的碎屑块，

两套采集品废片百分比的分布也几乎吻合。其中，比例很低的碎片和残片也非器物二次加工

的副产品，而是石核剥片的产物。废片分析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劣质石料对于小长梁石器工

业性质和结构的重大制约与影响，并体现了遗址内古人类生产活动的性质。但是不足之处在

于，小长梁的废片研究仅针对于采集品进行，材料不甚完整，仅反映了这些废片是石核剥片

的产物，不能确定具体的剥片方法，也未与系统的废片模拟实验相结合起来。

现阶段国内大部分石器实验考古研究停留在主观的、定性的层面上，很少将考古标本

与国内仅有的几个实验数据相对比，也很难与已知的国外实验和考古数据相对比（研究方法

没有和国际接轨，因此很难参照）。没有科学、客观地进行对比和参照，结论就难免主观、

片面，也就不能成为研究范例。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还缺乏对国外实验考古学

理论、方法和应用效能全面、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因此，有必要系统、全面地引入西方石器

模拟实验考古的理论和方法，并将之应用到石制品组合研究中，在实践中充分消化和吸收舶

来的精华，让我国的实验考古学与国际接轨。目的是将废片分析的多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

依靠废片研究内在、外在的各种信息，将我们的研究水平超出表面而主观的范畴，达到“废
片分析的观察语言”的境界上来。从单纯的类型学分类和推测转变到以分析人类行为为中心

上来，详细记录遗址内和实验中产生废片的各种信息，建立数据库，利用统计学方法将信息

量化，并与严密而系统的废片模拟实验结合起来，从而科学而细致地解释废片组合反映的古

人类行为。

3333 研究方法与存在的问题

3.13.13.13.1研究方法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许多废片分析方法被提出并被检验
[5][6][20-22][29][39][44][21][49-53]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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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表 1）：
个体分析（IndividualIndividualIndividualIndividual FlakeFlakeFlakeFlake Analysis,Analysis,Analysis,Analysis, IFAIFAIFAIFA）[7]

该方法是根据废片作为石核剥片和工具

生产的副产品而具有的关键技术特征来进行判断的。这种分析主要在于观察废片的大小、形

状、台面和背面的特点以确定古人类在剥片时施加在石核和工具毛坯上的方式，并以此来推

断剥片所采用的工艺技术。这种分析在遗址中缺乏石核和工具的情况下尤为重要。

Sullivan和 Rozen在进行个体分析时，将废片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非工具废片，即为石

核剥片产生的废片；另一类是工具废片，是指石器加工时产生的废片
[21]

。在对非工具废片进

行分析时要考虑影响石皮比例的几个重要因素：原材料的类型和可利用性、原材料大小形态、

剥片强度以及古人类所采用的工艺技术等方面的特征。

与非工具废片不同，对于工具废片的分析不是根据石皮这一非形态特征，而是根据废片

的形状、大小、台面、相对厚度、弯曲度等技术特点和形态特征来分析。总的来说，工具废

片在大小、重量和相对厚度来说都远远小于非工具废片，台面多有修整加工的痕迹。例如，

用软锤修整两面器所产生的废片具有独特的形态特征，如台面小而窄，呈点或线状，常常带

有小片疤（facets），石片轮廓自台面向尾端变宽，台面内侧缘有唇面（lip），石片较薄并常

向破裂面弯曲等。又如压制法产生的废片均小而薄，台面很小，常呈点状。

个体分析在判断废片的技术发生即剥片方式及石器加工技术上是较为有效的，但是作为

一种孤立的分析方法则具有其局限性
[42][51][61]

：

A 个体分析仅限于单个废片，且多限于经过挑选或比较完整的标本，分析具有一定的

主观性和局限性，不能把握整个废片组合的特征。

B 对单个废片标本进行观察，容易产生偏差，如有时由于操作者熟练程度、剥片方法

或加工技术、原材料的不同，软锤和硬锤剥片产生的各种特征会很相似，难以区分其确切的

石器技术。

C 对废片组合的每个标本进行分析，花费的时间较长。

D 废片形状特征差异较大，在划分标准上不易掌握，也不易进行不同原料、不同遗址

之间的对比分析。

E 石器生产是一个连续的打片过程，而非一种或一组独特的技术现象。一件工具从选

坯到成品可能采用不同的工艺技术和步骤，因此，个体分析对于解决石制品组合混杂的问题

效果较差，造成分析结果的客观性和可靠性较低。

个体完整性分析（ItemItemItemItem completenesscompletenesscompletenesscompleteness，ICICICIC）[7] Sullivan 和 Rozen 的 IC 分析主要通过对

考古资料的层序聚类分析来归纳石制品组合的技术特征。模拟实验分析能够将实验材料和考

古材料有机的结合起来
[21]

。Prentiss 利用尺寸和观测项目的完整性，通过主成分分析进而分

析模拟实验中废片组合的变化情况
[53]

。当然，正确辨认废片的能力十分重要。虽然这种方法

采用非主观标准进行分类（例如，一件石片是完整的还是残断的），更多的还是依靠分析者

的技术水平和熟练程度。这种方法的可靠性和客观性适中，这是因为每一件标本都要被分析

检验，但不同的分析者对于一些标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另外，由于分析者要对每一件标本

都要进行个体分析，所以所花费的时间要比总体分析多得多。

最小单位分析（MinimumMinimumMinimumMinimum analyticalanalyticalanalyticalanalytical nodulesnodulesnodulesnodules analysisanalysisanalysisanalysis，MANAMANAMANAMANA）[7]
目前，MANA 已经

发展成为一种可以将含有不同原材料的石制品组合进行细致划分的一种方法。就像 Larson
和 Kornfeld 说的那样，MANA 依据原材料的标准对石制品组合进行分类

[31]
。这种方法的缺

陷就是，仅适于分析石制品组合各种类型原材料内部较为复杂的描述性特征（例如颜色、石

皮比例等），对于同一性质的原料则作用不大。Ingbar等人提出对石器生产过程中进行多线

性回归模式，可以用来分析石器生产过程中最小单位的生产序列
[31]

。Knell对最小单位分析

方法进行了修正，称其为一般单位分析（Generalized nodule analysis，GNA)[54]。他的这种方

法以原料颜色为基础对其进行分类，进而对石制品生产过程提出假设，并被用于美国怀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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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Hell Gap V地点
[55]
。Baumler和 Davis 也使用了一种以原料颜色为基础的方法，分析了美

国蒙大拿州印第安人遗址
[56]

。

通过考虑工具和废片的存在与缺失，最小单元分析（MANA 和 GNA）和拼合研究的方

法使得研究者能够调查分析一个遗址考古材料的流动量。Hall对美国怀俄明州 Beehive遗址

的石核、工具、废片进行了分析
[7]
，并基于两种“狩猎采集者”技术组织的两种理论——Binford

的“精细加工和权益之计” [57]
以及 Kuhn 的“装备地点（provisioning place）和装备个人

（provisioning individuals）”策略
[58]

对遗址内人类活动进行了阐释；Knell参考其技术组织（原

材料需求、工具修理以及未来计划）分析，根据石制品组合分析了其生产策略
[54]

。

拼合研究（RefittingRefittingRefittingRefitting）[7]
拼合研究以非技术属性（原材料性质及三维坐标）为分析标准，

采用拼合的方法来建立分析石制品组合的特征。拼合研究能为石制品生产序列提供毫无疑问

的证据。Bleed、Larson和 Finley着重突出了拼合研究在考古材料废片分析中的优势，其客

观性和可靠性较高
[7][59]

。在废片分析体系中，总体分析是一段分析的结束，而拼合则是另一

段分析的开始。但该方法也存在一定弊端：拼合手段是个体分析中最耗费时间的方法，结果

也只是针对于石制品组合的一部分。Bleed 利用拼合方法对日本 Isoyama 和 Iwato 遗址古人

类的生产行为和剥片工匠的目的进行了详细的阐释，进行不同石制品组合之间的技术特征对

比
[59]

。虽然拼合仅限于对单个标本进行详尽的分析，但是这种技术比起属性分析和技术分析

来说，应用起来将会更为有效。

表 1 废片分析方法比较
[7]

方 法

比 较

总体分析

（MassMassMassMass analysisanalysisanalysisanalysis）

个体完整性分析

（ItemItemItemItem completenesscompletenesscompletenesscompleteness）

最小单位分析

（MinimumMinimumMinimumMinimum analyticalanalyticalanalyticalanalytical

nodulesnodulesnodulesnodules）

拼合

（RefittingRefittingRefittingRefitting）

石制品组合

分类标准

通过筛网过筛，

进行尺寸大小的分类

个体的破碎程度

（完整石片、裂片、碎片、

碎屑）

原材料以及石皮所占

比例、包含物等
原材料，

观察单元/等级 石制品组合 单个个体 单个个体 单个个体

用于分类的

石制品组合
实验标本

考古标本，后通过模拟实

验进行验证
实验标本 考古标本

分析所采用的

统计方法

判别分析（Discriminant

analysis）

层序聚类分析

（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多线性回归分析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to identify

production sequences）

完整的拼合

（Completed

refits）

花费的时间 较少 中等 较长 较长

客观性及

可靠性
高 中等 较低到中等 高

对于解决石制

品混杂的程度
高 高 中等 较低

总体分析（MassMassMassMass analysis,analysis,analysis,analysis, MAMAMAMA）[7]
现在废片分析最为流行的一种方法就是总体分析，

是对一个考古单位内的所有废片进行测量和统计分析，主要采用一些技术特征来对所有废片

进行归类，然后计算其百分比或者平均值，以此来推断古人类的生产活动或性质。具体方法

就是，将废片通过一系列不同网眼的筛网将其按照大小等级进行分类。与个体分析相比，总

体分析一个突出优点就是：研究者不需要花费时间将大量碎屑、断片与完整石片分开，所有

废片都通过一系列筛网进行分类。这样的话，分析者能够在短时间内处理大量废片，可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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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受过废片分析训练的人来操作，还能够降低人为错误的发生率。Carr和 Bradbury进行了

超过 70次的各种工具加工的模拟试验，包括两面器、投射尖状器、钻、单面器以及其他各

种工具
[60]

。最后得出结论：即使在混杂多种工具生产的模拟试验中，使用总体分析来推测该

实验所加工的工具也是较为可靠的。总体分析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7][61]

：

A 能够对整个废片组合的属性特征和技术特征进行整体分析，可以避免分析偏差的出

现。

B 分类以破裂面、打击点、边缘等非技术特征来进行，即使非专业人员也能操作。

C 迅速而有效，不需要向个体分析那样，对每件标本进行测量和统计。

D 以数理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性和可靠性较高，可以减少技术偏差。

3.23.23.23.2 技术流程

借助西方实验考古学和废片分析的理论与方法，结合不同时代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石制

品的实际情况，对其石制品组合中的废片进行技术分析和属性分析，并结合一系列包括剥片

技术与工具加工技术的模拟实验，建立数据库，通过统计软件整合数据进行个体和总体分析，

然后与西方相关废片分析资料和民族学资料进行对比，最后进行分析、复原及确定剥片技术

及石器加工技术，帮助确定工具类型，进而分析该遗址的性质及进行遗址的埋藏学研究，全

面阐释旧石器遗址出土废片的性质及其所反映的人类信息。对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废片的相

关技术流程如下：

图 1 石片定位及测量参数示意图
[13][62]

1）选择与遗址内出土石制品相同的原料进行模拟实验，掌握各种剥片技术和工具修理

技术。

2）根据废片的腹面（single interior surface）、打击点（point of applied force）、边缘

（margains）等形态特征对考古标本和实验材料进行初步分类，可分为四类：完整石片

(complete flake)、断片(broken flake)、碎片(flake fragment)以及碎屑(debris)。
3）为了保持模拟实验的统一性和可控性，将实验标本与考古标本的各类信息输入

EXCEL数据库，主要包括：模拟实验场地的基本情况（场地的大小、性质（是沙地、沼泽、

海滩、河漫滩还是黄土地区））；实验者（性别、打制石器的技术熟练程度、操作过程是否有

一定的倾向性、）；实验原材料的类型（砾石、断块、石片等）；剥片方法（锤击法（软锤或

硬锤剥片）、砸击法、碰砧法、间接剥片法等），台面是否修整；石锤的形态特征（原料、大

小）；废片的长、宽（全部宽度和 1/2 处宽度）、厚（最厚处和 1/2 处厚度）、重量；废片台

面（是否存在，如存在的话，测其长、宽、周长，是否存在唇面）、台面角（台面内角、台

面外角）、废片弯曲度、废片远端终端形态、废片侧缘、废片背面自然面所占比例等废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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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属性统计数据（图 1），采用总体分析（Mass Analysis）和个体分析（Individual Analysis）
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

4）在建立实验数据库的基础上，在实验结束之后，进行盲测（blind test），使得实验标

本与考古标本之间存在一个协调而有效的反馈机制（Feedback）。
5）利用 SPSS、EXCEL等统计软件进行各种统计学分析，将所得数据与西方已有的同

类实验数据及考古证据进行对比分析。

6）在废片分析以及操作链分析的基础上，对出土石制品的空间分布、原材料的可利用

性（Raw material availability）、移动性（Mobility）、工具的功能（Stone tool function）等进

行分析，并将之与模拟实验和西方的遗址研究材料进行比较，分析、复原及确定剥片技术及

石器加工技术，帮助确定工具类型，进而分析该遗址的性质及进行遗址的埋藏学研究，阐释

遗址出土废片的性质及其所反映的人类信息。

7）古人类生存环境研究将在地层和地貌学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沉积学、地球化学和孢

粉学等分析方法所反映的环境信息，揭示遗址的形成过程，探讨古人类在特定环境下所采取

的生存行为模式，石器工业的渊源研究将使遗址石器工业研究置于晚更新世古人类技术交流

与演变的范畴之内。

诚然，以上描述的完整废片分析过程是趋于理想化的，因为在实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内

存在着难以想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例如，遗址发掘区正好位于一个史前中心营地（central
camp）的“垃圾堆放区”上，遗址内分布大量处于不同时期堆放至此的不同原料不同类型的废

片、少量残破废弃的工具、断块等，这样使得遗址内废片组合的空间分布被严重扰乱，且缺

少相关石核及工具类型，由此很难通过废片分析来推测该遗址存在的石器工艺技术以及遗址

性质等。因此，在实际的考古材料废片分析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考古遗址内废片组合的复杂

性和多样性，建立相对组织严密的模拟实验结构，以使其能够经得起各种方法的检验。

3.33.33.33.3 存在的问题

目前，对考古遗址进行废片分析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分析的可靠性、有效性以及遗

址内石制品混杂的问题
[6][7][42]

。

1）有效性(Validity) 主要在于废片的属性分析如何客观地反映出我们所要研究的现象。

有效的废片分析能够对石制品生产过程进行最大程度的复原。

关于有效性问题最为典型的例子是 Sullivan 和 Rozen 废片分析中的方法
[21]

——MSRT
（Modified Sullivan and RozenTechnique），虽然其是总体分析中最可靠的方法之一，但针对

该方法还存在许多批评，焦点主要在于它所反映的古人类生产行为的相关信息太少。该方法

主要是利用模拟实验将个体分析的结果和模拟实验的结果进行比较，看其相似度达到什么程

度。单纯通过实验对比，对于释读遗址内存在的各种石器技术还是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2）可靠性（Reliablity） 它体现了分析者是否有信心能够模拟另一个研究者实验的能

力，哪怕是一个实验、一项测试以及一些测量过程重复的实验，能够产生相同或相似的结果。

Sullivan和 Rozen的分析方法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希望能够在废片分析做到具有可靠性

和可比性
[21]

。比较废片分析中的技术和属性分析方法，大多数废片分析的方法也具有较高的

可靠性。然而，有些学者认为还有空间可以继续发展。当进行模拟试验研究时，研究者们不

断改进方法以保证其测量方式的可靠性和客观性（例如采用二次盲测，在分析过程中进行多

种方法的交叉使用）。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对研究者进行密集的分析训练，不断确定实验的可

靠性，以确保测量的可靠性和准确性。而在二十年前，废片分析的目标是成为一种能够使得

未受过训练的任何人可以直接拿来使用的方法。因而，产生了如下的问题：究竟是需要任何

人都能够操作的方法还是主张废片分析者应具有扎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是否需要不断增强

其理论与实践的学习、合作以及继续教育；废片分析的方法是否应该做到标准化；为什么废

片分析方法不能像动物考古学、孢粉分析以及地质学、测年学那样成为一种标准化方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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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回答这些问题，还需要以后不断的实验和探索，力争在理论和方法上有一个飞跃。

可靠性的另一方面体现在不同的研究者用不同的方法和理论产生相同或相似的结论。例

如，关于生产序列的多次线性回归模型的比较，采用不同的石片属性序列提供了一种检验这

种方法有效性的途径
[12]

。如果不同的属性序列能够充分地量化生产序列，它们就能够提供有

效的结果。

3）石制品组合中的混杂问题（Mixed assemblages）[42]

在总体分析中，可靠性是与石制品的混杂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通过模拟试验，分析

者可以获得一个可靠的结果，但是相同的方法运用在考古材料上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虽然

总体分析定义着眼于整个石制品组合，但是通常考古材料包括的并非一种石制品组合，也包

括不同的生产序列。简单的说，考古材料永远不会像模拟试验的材料那样简洁、简单。因而，

在考古材料中区分不同的技术活动是总体分析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旧石器考古材料中废片的多样性往往与古人类行为的复杂性联系在一起，由此便引出了

一个问题——遗址内石制品混杂的问题。旧石器遗址内的情况较为复杂。就像Whittaker和
Kaldahl所描述的那样

[63]
：“废片本身不能反映出所有的信息。废片通常是一些破碎的碎屑，

并存在很长时间，产生于工具加工修理的过程，能够反映出古人类的很多行为信息。”废片

分析涉及到遗址形成之后的沉积过程以及研究者的发掘方法是否科学，否则考古材料很难被

理解。

此外，废片模拟实验也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42]

：

1）模拟者的变异性（Replicator variability）
Andrefsky发现不同的实验者进行相同的实验或者相同的实验者进行不同的实验时，所

产生的废片数据近似相同
[42]

。一般认为，当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打制者和现代的石器模拟实验

者进行相同的生产活动时，所产生的废片特征是大致相同的，但 Andrefsky 对此表示异议，

他进行了一项实验，选择了三位石器打制专家进行模拟实验，选择相同的原料制作相同器型

的工具——两面器，结果显示废片弯曲度、长度、最大宽度、1/2部分宽度、台面宽、废片

重量六个特征明显不同，这体现了石器生产上的变异性，由此认为，造成这种变异性的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实验者的个人技术风格或习惯不同
[42]

。

2）目的性（Purposiveness）和倾向性（Orientation）
实验者带有很强的目的性或倾向性来产生具有某些技术特征的废片，这也是废片模拟实

验分析存在的一个误区，也就是说在进行模拟实验时，实验者存在一种所谓的思维定势，在

过去实验经验的影响下，对于解决新的问题带有一定的倾向性，这种定势有时有助于解决问

题，有时也会妨碍解决问题。

3）原材料的尺寸（Size）与形状（Shape）
模拟实验所采用原材料的尺寸和形状也会造成废片分析结果的多样性，例如实验时所选

用石锤的形状、重量、大小都会影响到剥片或工具修理实验所产生废片的技术和非技术特征，

从而导致废片分析结果的偏差。

4）判断性特征（Diagnostic signatures）
Bleed和 Elsten进行了一些模拟实验，结果显示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随着工艺过程

的进行，会产生越来越小的废片，结果恰恰相反。有些石器工艺技术（诸如剥离石叶或细石

叶）并不会产生越来越小的废片，而是有目的的获取规则的剥片，这样就给正确判断遗址内

存在何种剥片技术造成很大的困扰
[59]

。

5）废片组合的混杂问题（Debitage mixing）
与考古遗址内的废片分析一样，模拟实验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一问题。因为在模

拟实验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技术活动（如各种剥片技术和石器加工技术），且这些活

动过程可能是完整的或断续的。如所产生的废片混杂在一起，会给废片分析带来很大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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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具体工艺过程的判断
[30]

。

针对上述问题，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比较、检验和评估。检验和评估主要包括对其进行

评述以及对实验标本和考古标本分析进行对比检验，Baumler、Davis、Carr、Bradbury和 Root
检测了多种废片分析方法

[7]
，以分析哪种方法更能客观地、可靠地解释出石制品组合的多样

性。例如，Larson 和 Finley 采用模拟实验数据和考古材料数据对总体分析方法进行了有效

的评估
[7]
；Root比较了北达科他州 Knife River燧石采石场的Many Earths 和 Bobtail Wolf遗

址考古标本的技术类型分析和总体分析的结果
[45]

；Carr和 Bradbruy使用了一种修正过的总

体分析方法来进行模拟试验，此外也考虑了其他的方法进行废片分析，包括分维和对数线性

分析等方法
[28]

；Baumler和 Davis评估了总体分析和最小单元分析在小尺寸废片上的使用（原

材料大小由 1/4到 1/16英寸不等）
[56]

；Larson 和 Finley 评估了 Ingbar 等人用于评估石器生

产过程提出的回归公式，他们还对怀俄明州的 Hell Gap 印第安人遗址的两个拼合组进行了

废片分析
[31]

。

4444 废片分析立足于我国旧石器考古材料的适用性问题

在北美地区，废片分析方法是在最近四五十年里才发展起来并开始受到足够的重视，

逐步成为石器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废片分析发展的方向主要集中在方法论的发展

上，学者们重点侧重于石制品组合如何阐释出更多的古人类行为信息，发表的大量文献也主

要集中于如何完整地诠释所有考古发掘材料。尽管废片 “debitage”一词来自于法语的

“débitage”（修型过程），含义存在较大差别
[3]
（李英华等，2008）。本文所采用的废片分析是

在北美地区最先开始并发展起来的，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废片分析之所以在北美地区相当

流行，是因为该地区石器遗址内出土了大量两面器
[4]
（Andrefsky，2001）。另外，废片分析

的一些方法也是主要立足于北美地区考古材料之上，如废片分析中总体分析（MA）和原料

最小单位分析（MANA）的出现，就是北美学者试图判断、区分考古遗址中常见的两种不

同的技术类型——石核剥片（core-flaking technique）技术和两面器去薄（bifacial thinning
flaking）技术，古人类究竟以哪种技术为主，MA 和MANA 在这方面的分析上起到一定作

用，但在别的方面则见效不大
[32]
。另外，根据北美地区史前遗址的原料分布来看，原料主要

以不同质地的燧石和黑曜岩为主，质地均一，其他岩性较少，不同石器技术所产生的废片特

征相对较为明显。当时废片分析也存在如自然面比例是否随石器生产的进行而减少以及石片

尺寸是否因工具修理程度的提高而变小等诸多问题，这逐渐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使其对废片

分类进行反思，都试图建立自己的废片分析体系，但均相互矛盾
[26]

。为了建立一套能够广泛

应用、系统的废片分析体系，学者们求助于实验。在北美地区模拟实验研究相对较为发达，

经过学者们和石器技术爱好者长时间积累实验数据的条件下，目前学术界对某种石器技术所

产生废片的属性及技术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成共识，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客观而有效的

废片特征评估体系
[7]
，这使得学者们在研究一个遗址时，首先根据该体系所记录、描述的特

征对其废片组合进行技术-类型分类，分出初级石片、石核修整石片、两极石片、细石叶/石
叶、两面器减薄石片等几类，而后再按照类别进行废片分析，故在北美地区开展废片分析相

对容易，而且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反映废片组合所蕴含的古人类行为信息。而在我国，总体来

看，旧石器时代遗址内古人类对石器原料的开发方式多为就地取材，随用随取，随遇而用；

缺乏对优质原料矿源的刻意寻找并进行连续和深度的开发，随着时代的发展直到旧石器时代

晚期之末至旧、新石器时代之交时才在石器原料的选择和利用方面出现变化，开始出现深度

开采的迹象
[64]

；中国古人类对石器的加工制作具有简单、随意、程度浅（对原材料的改变幅

度小）的特点。石器在很长时间内类型分化不明显（如刮削器和砍砸器），少数类型界定困

难，标志性特征不明显（如雕刻器），且同一类型石器内个体变异大，规范性较差
[65]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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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只有在晚更新世晚期北方的一些遗址才得以改变，开始出现类型多样化和规范化的发展

状态。由此可以看出，在我国开展废片分析具有明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存在一定的困难，

故在实际应用废片分析各种方法的过程中，应立足于考古遗址废片组合的实际特征和具体研

究目的，并结合遗址所处时代、地域等方面信息，理性地选择相应的废片分析方法，谨慎地

开展废片分析和模拟实验研究。

5555 未来努力的方向

虽然根据废片组合的属性特征和技术特征分析，结合模拟实验及民族学证据，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推测、判断遗址内存在的石核剥片及工具生产等石器技术及特殊的工具类型，但无

论采用哪种废片分析方法，未来分析的重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6][7]

：

1）原材料可利用性（Raw material availability）
原材料获取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1）有计划地去原材料产地进行采集；（2）机会性采

集（具有偶然性）；（3）贸易。原材料的获取方式会直接影响到古人类所采用的剥片方式。

如果是有计划的去原料产地获取原料，为了减少将原材料带回驻地的重量，古人类会在原产

地进行剥片，因此在原料采石场或原材料获取地性质的遗址就会发现最初的剥片证据，即会

发现所产生的废片；而在居住址，与成型的石制品相比，可能发现的废片数量要少于前者；

另外，通过贸易获得的原材料可能为加工好的成品或半成品，废片率较低。在靠近原材料产

地的遗址可能会发现大量的废片，或者为剥片产生的，或为加工产生的。研究者试图对原材

料的质地进行区分，以探讨对产品的可能影响，如 Andresky总结了一些原材料可利用性和

工具性质之间可能存在的一些关系
[6]
，将原材料的性质分为以下三种：①.高质量、低含量，

会导致工具的高度标准化（工具和废片的比值较高）；②.高质量、高含量，会导致工具标准

化不断发生变化（工具与废片的比值变化多样）；③.不管数量多少与否，低质量导致工具标

准化程度降低（工具与废片的比值较低）。此外，应该还有其它一些因素对其有着重要影响。

2）移动性（Mobility）
遗址类型能够为原材料的获取和随后的石制品生产提供重要的条件，因为遗址的位置以

及季节性迁徙都会决定古人类何时何地会碰到怎样的原材料。研究显示，一些游动程度较高

的狩猎采集人群，其工具加工的程度会很高，而定居人群一般会采用权益工具和精致工具结

合的综合性石器加工技术。定居生活能够有机会增加原材料的储备。

3）功能需要（Functional expectations）
以往石制品的形态以及原材料的选择、废弃等行为研究都依靠工具如何以及在何时何地

被使用，对工具的功能分析也主要基于微痕的技术发展。近年来，石器的技术分析开始由功

能分析转变为移动性和计划性分析。而 Tomka 挑战了这种看法，他认为移动性决定着工具

的标准化，重申工具的标准化是与其功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35]

。特殊石制品工艺技术的潜在

特征包括使用的密集性，制作工具的有限资源以及工具上有限的功能特征。一般性石器工艺

通常体现了原材料的多样性，这些都是废片分析值得注意的因素。

此外，虽然废片分析主要是根据废片的破碎机制、尺寸大小、原材料颜色等对废片组合

进行分类，但是废片埋藏学也是废片分析时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例如踩踏、烧烤以及冰冻

等埋藏学因素可能会对废片的形态特征和分布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废片分析的结果。

近年来，学者们在认识到废片分析在旧石器考古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意识到

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为此一直在探寻一种能够对石器工艺及技术组织进行有效而可靠解释的

废片分析方法，主张通过分析废片研究中各种方法之间的优缺点，采取多线证据（multiple
lines of evidence），扬长避短，将各种方法结合起来，依靠石制品内在和外在的各种信息，

提高废片分析的水平，增强研究者废片分析的信心，达到“掌握废片分析的观察语言”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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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正如Mary Lou Larson所说，虽然目前废片分析面临着诸多问题，但令人惊奇的是，

没有一位学者准备放弃他们的理论与方法
[12]

。

综上所述，废片分析在旧石器考古研究中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针对于以上提出的几种

困难，本文主张废片分析应采用多线的证据，将上述废片分析的 IC、MANA、GNA等多种

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依靠石器研究内在和外在的各种信息，将我们的研究视野超出简单而不

可靠的范畴，达到“废片分析的观察语言”的境界上来，加强它的有效性。为了解决石制品组

合中的混杂问题，我们必须要对废片“组合”进行分类，进行进一步划分，并且理解考古材料

中这些划分的含义以及关系。一些方法例如废片埋藏学、最小单位分析以及拼合等都增加了

考古组合分析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当这些方法被应用于废片分析时，将会获得一个更为强有

力的解释。目前，废片研究者有许多方法可用，而每一种方法都有其优点和弱点，需要对这

些方法进行长时间的使用和反复验证，理解这些方法何时用、如何用才是最有效的废片分析

方法，也是需要努力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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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to the concept of debitage analysis on lithic research,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pts since 1970s. Having discussed its development, definition, context, and

applications, the authors consider the concept of debitage analysis to be multiple lines of evidence in lithic analysis,

rather than simple analytical techniques equivalent to / core reduction, function analysis or mass analysis, which

could be integrated into analyses of human behaviors. In the author′s view, the framework of debitage analysis was

built on two kinds of analyses (technological analysis and attribute analysis) that are connected through an

operational sequence; it can explain complicated human behaviors and provide some data for behavioral and

adaptive strategies of tool fabrication and daily activity adopted by human beings at the Paleolithic site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thinks that this theoretical concept still has some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refined in future.

Author puts forward his own opinions about working emph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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